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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书产生与存在的社会基础初探 

韦庆媛   清华大学 

 女书产生和流行于湖南省江永县上江圩乡，这是一种80%借源于汉字，而又自成体系的汉语方言文字，这

种特殊的文字，只在当地妇女中流行和使用。女书的存在，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的谜点。作为一种奇特的文化现

象，女书何以出现在上江圩地区，而不是在其他地区？是什么样的社会基础导致这一文化现象的产生和流行？

本文试从三个方面探讨女书产生和存在的社会基础。 

        一、封闭中开放的女性社区 

    女书产生和流行于湖南省江永县上江圩乡。从地理环境看，女书所流行的地区，自古以来是个地处偏

僻、落后的山区。江永地貌为盆地式，置五岭怀抱之中。西北为都庞岭，岭北是广西；萌渚岭绵亘东南，

岭南是广东；东望是九嶷山；西南与广西恭城龙虎关一关为阻；南与广西富川萌渚岭一岭为界。源出冲天

岭的桃水，自西北向西南，流经广西恭城县注入桂江，属珠江水系，是古、近代县境西南通两广的重要出

入口。发源于天步峰的潇江，从西北向东北进道县，注入潇水，属长江水系，是古、近代县境东北的重要

通道。桃水、潇江两岸，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日照充足，土地平旷肥沃，物产丰富，村庄密布。 

江永在解放前交通极为不便。千百年来与外界沟通只有一条南北官道，到富川、灌阳、江华均为崎岖山

路、羊肠小道。潇水、桃水虽有小船航运湘江、桂江，但由于水量受季节制约，且落差较大，不具备通航的条

件，旧时出入仅靠石板、卵石铺垫的小道。虽然一九五五年后修了公路，与周围各县相连接，但出入江永仍要

几度中转。 

由于交通不便，历史上的江永地区极为闭塞。这里的居民历来重农耕，轻商贾，属自给自足的封闭式山区

小农经济。他们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男耕女织，不求于外，不但生产自己需要的农产品，而且生产自己所需要

的大部分手工业品，每一个家庭都具有“小而全”的内部结构。他们在经济上与外界往来甚少，除到市场上出

售剩余农副产品，换取日常生活必需品和生产工具，以及亲友之间的礼尚往来之外，很少与外界有更多的社交

往来，这种自给自足的经济结构奠定了这里自我封闭的物质基础。 

上江圩居民喜欢群居。这里一般同族同姓聚居，百多户人家形成一个村落，女书中心处潇水之滨，地势平

坦，村落星罗棋布，这些村落有的相距数里，有的仅一溪之隔。村中街巷井然，纵横交错，严谨有序。青砖瓦

舍，雕梁画柱，民居多为天井式建筑。石板小巷把整个村子串联成一个“迷宫”。外人进入村里，很难找到出

路。 

地缘关系把这里的人们与外界分为彼此隔绝、互不往来的社区村庄。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生活习俗，形成了

上江圩地区封闭的、非参与性的、较为独立的社区。 

然而，人类有着强烈的与他人交往与交流的需要，对外的封闭，促使社区村庄内部的交往与交流增多。上

江圩一带属于崇山峻岭中的宜农谷地。解放前由于田多地少，土地肥沃，耕种一年的收获可供几年吃用。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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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下田耕作，在主要生产部门中占据重要地位，有机会外出参与其他社会活动，对外交往相对较多。而这里的

妇女，既不同于中原农耕地区妇女操持家务，勤于农活，又不同于北方、西北方少时民族游牧地区的妇女挤奶

熬茶，放牧牛羊，也不同于南方山地民族地区妇女挑担种地，上山下坡，她们的任务只是持家和做女红。为了

排解寂寞，妇女们常常喜欢聚在一起，纺纱织布、剪纸绣花、打花带，即使是在家里纺棉花，也是三五成群集

中在一间屋里。劳动时，她们经常唱读女书，用以消愁解闷，忘却疲劳。这些“楼上女”在社会上、在家中的

地位很低，然而，妇女们凑在一起做女红的习惯，给了她们互相交往的机会，有利于坐下来诉说痛苦，求得同

伴的慰籍。 

妇女不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在主要生产部门中居于次要地位，也就丧失了参与男性社会活动的权利，降低

了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由于经济上依赖于男性，妇女与男性无法建立平等关系，彼此交往存在着障碍。千百

年来，生活在大山里的江永女子，在封建礼教和乡俗民规的重压之下，她们的心灵被苦闷扭曲，满怀的愁怨只

能在姐妹中诉说。只有在与女伴的交往中，可以敞开心扉，说出自己的种种不幸，抗议命运的不平。于是女性

社区内部的交往与交流就显得非常重要。没有恋爱婚姻自由、深受各种束缚、孤独寂寞的妇女们知道，只有与

自己有着共同生活经历和共同命运的女伴，才是真正可以信赖的人，理解和友谊是解除精神痛苦的灵丹妙药，

她们就是这样从姐妹们温馨的话语、美好的祝愿中获得精神力量，增强战胜苦难的勇气。 

这是一个开放的女性世界。妇女们生活在社会的最低层，承受着社会生活的千般万苦，内心积淀着许多苦

情、哀怨，她们不怕暴露自己的隐私，敢于直白自己的痛苦，表达自己的愿望。她们用女书写下苦难的遭遇，

希望能找到如意的丈夫，乞求神灵保佑生儿育女、解脱灾祸。有些妇女，终生受苦，自幼贫穷，丈夫早亡，膝

下无儿，一生遭难，孤苦零丁，依靠无人，一肚子辛酸无处诉，她要说出、唱出自己的痛苦，即使自己不会

写，也要找一个会写的人用女书写出来，写成一首长歌唱读，以排解心中的愁绪。这是封闭中的开放，这种对

外部的封闭与内部生活层面的开放在上江圩地区是同时并存的。这个开放的女性世界，为女书的产生和存在创

造了条件。 

对于上江圩地区的妇女来说，每次诉说自己的苦情，事件情节不免有些出入，存在着不确定性，如果写作

下来，就成为一个脚本，变成耳熟能详的唱词。书写的需要产生了，就有了学习的动力。妇女们凑在一起做女

红的习惯，又给了她们互相交往的机会，有了坐下来传习女书的场所和创作、使用女书的条件。时至今日，上

江圩的妇女们仍然保持着“聚群”的习惯，经常喜欢聚在一起打毛衣等。 

    二、女书是对汉字的反叛 

    战国时期，江永曾是楚国的最南边陲，秦朝开始在这里设县。此后，历代朝廷都在这里设郡置县。唐朝以

前，江永的居民主要是瑶人和越人，唐宋以后，各方汉人陆续来到江永，汉文化在这里影响逐渐扩大。 

江永的汉人来源大致有以下途径：一是历代朝廷派往此地的汉族官吏；二是历代官府多次派兵镇压当地瑶

民起义，随军而来的汉族兵士定居下来。三是江永历来重农桑，轻商贾，经商者多为外地来的汉族商人。四是

临近地区的汉人，因遭水旱灾害，逃荒讨米搬迁而来。 

女书流行的上江圩乡的几个大姓氏族，大多是从中原汉文化繁荣地区迁徙而来。义姓人最多，源出两支，

一支宋时从山东济南府德州平原县来任营道令，另一支据说源于山东青州，隐名改姓而来；欧姓是唐时从本郡

宁远迁来；杨姓一支为唐时从山东青州安乐县迁来。唐姓祖籍山西太原，唐代来此，几经辗转，移居夏湾；邓

姓由河南南阳迁广西全州，后迁江永铜山岭；卢姓宋代从山东兖州府曲阜县迁来；蒋氏是元时山东青州的败兵

逃难于此；何氏为明洪武年间从山东青州迁来；胡氏宋元时曾在四川任知府，后于明永乐年间迁至江永；高姓

氏族也是明代来此定居。因此，此地大姓大多是唐宋以后从内地搬迁于此地。 

从秦汉开始，这里即有私塾馆，唐宋以后增多。私塾主要教习四书五经、《左传》等儒家经典著作，灌输

“忠君尊孔”的封建伦理道德。唐宋以后，这里逐渐建立了四所较为有名的书院，即桃溪书院、顾尚书书院、

濂溪书院、允山书院，主要讲习四书五经、《性理》、《史鉴》、《古文》等。唐朝开始在这里设立县学，以

后历代得以延续，直至民国建立新式学堂。因此唐宋以后，通过私塾、书院、县学等各种文化教育渠道，汉文

化在这里得到了普遍传播。 

这里的钟灵毓秀成为汉文化传播的催化剂，历代名人墨客在这里留下了他们的足迹。柳宗元(773～819)，

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字子厚，河东(今山西永济)人。唐永贞元年（805）冬,柳宗元积极参加王叔文等人领导

的“永贞革新”运动，革新失败，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 (今湖南零陵)。司马为编外闲职，实为流放之别

名。柳宗元在永州十年,有机会深入了解人民疾苦,游览永州山水名胜,写下很多描写当地风光，抒发情怀的诗

文名篇，留下了著名的《永州八记》、《捕蛇者说》等。另一著名人物周敦颐则是生长于本地的程朱理学的创

始人。周敦颐（1017—1073），北宋著名哲学家，字茂叔，宋道州营道（今湖南道县，江永邻县）濂溪人。他

在湖南桂阳、彬州、永州等地做过官，晚年幽居于庐山莲花峰下。著名理学家程颢、程颐都是他的学生。所著

《太极图说》，被宋儒推为宇宙和人生的最精简的说明，后经朱熹发挥，遂成程朱理学的理论基础，后人将其

著作编为《周子全书》。何绍基（1799－1873）晚清诗人、画家，著名书法家。湖南道州人。书法得力于颜真

卿，遒劲峻拔，别具风格，自成一家，书法作品传世甚广。 

历代名人的足迹遍及永州之野，他们的作品和思想得以在当地传播开去，历代私塾、书院、学堂遍布县



内，县内子弟有了接受汉文化教育的机会。这表明，自唐宋以后，永州地方已受到汉文化很深的影响。女书

80％借源于汉字，其产生与流行应在汉文化在当地繁荣以后，即当在唐宋以后。 

汉文化影响越深，也就越加具备了汉族封建统治所具有的其他特征。自周代开始，即逐渐形成宗法制度，

男子从属于家族，女子从属于男子，封建的男尊女卑是两性关系中的支柱，及至儒家封建礼教对女子的行为作

了种种规定，女性卑下服从的地位，主内治家的职责，“从一而终”的婚姻，保贞守节的意念就是她们全部的

生活内容。男尊女卑观念深入全社会，广泛表现在观念形态及实际生活的各个方面，给妇女带来了深重的灾

难、压迫、歧视和无穷的痛苦。 

江永的妇女就是生活在这样的压力之下。她们不能随意与除自家父兄以外的男人接触，不能随意参与男性

社会的活动，不能和男人一同下田耕作，受教育是男性的专利，女子没有受教育的资格。她们中的大多数人从

小裹脚，由父母决定将来的婚姻，婚后没有人权保障，随时可能被典当、买卖或者转房（丈夫早死后，转嫁给

夫家未婚的男子），每日纺纱织布，足不能出户、笑不能露齿，她们一生的内容就是家务与女红，一生中的重

大事件就是不自主的婚姻与生儿育女。 

如此压抑的生活和处境，带来了她们强烈的反叛心理，在汉文化的包围之中，她们更形成了对汉字的反叛

心理。她们愿意学习，愿意书写，希望能像男子一样，出口成章，作诗撰文，然而，现实却不允许她们有此非

分之想。既然不能像男子一样，进书院、学堂学习文化，就要找到一条属于她们自己的途径，诉说自己的痛

苦，表达自己的哀怨，展示自己的才华。而当地封闭的环境下开放的女性世界，和受瑶俗影响妇女相对自由的

状况，使这种愿望成为可能。她们用女书对男尊女卑的不平等制度进行揭露和控诉，甚至将矛头直接指向“制

错礼”的朝廷、皇帝，“只怨朝廷制错礼，世杀不由跟礼当”。痛快淋漓的诉说，成为妇女发泄哀怨的重要途

径，也使妇女们更加热爱女书，传播女书。 

三、当地妇女相对汉族地区自由 

自古以来，江永一带被视为南蛮之地，古代百越曾生息于此，这里还是瑶族的聚居地，五岭地区素有“南

岭无山不有瑶”之称，瑶族是这一带最主要的少数民族。 

唐宋以后，汉人来到这里，他们带来了汉文化流行区域的风俗习惯，这些风俗习惯又与当地的瑶族习俗融

合在一起，汉人瑶化，瑶人汉化，形成了既有汉风，又有瑶俗的独特地方文化。这里既和中原一样，有春节、

正月十五元宵花灯、五月端午、七月半、八月十五中秋、九月重阳、腊月小年等节日，又有二月初一逐鸟节、

四月初八斗牛节、六月六尝新节、十月盘王节，以及祭狗、椎牛等具有浓厚瑶族风俗的节日，许多村子祭庙

时，常常请“瑶古佬”、“狗客”来吹芦笙，跳长鼓舞，唱盘王歌，这里虽然“土著无多，大半皆属客户，五

方杂处，风气不齐”，但人们和睦相处，互尊乡风民俗。 

在瑶族风俗中，较多地保留了母系时代的遗风，妇女的地位较中原汉族地区的妇女要宽松自由。瑶族青年

男女可以对歌觅友，自由恋爱；婚俗既有女嫁男家，也可男到女家，男到女家同样受到尊重，婚后可以在男女

两家轮流居住，所生子女既可随父姓，也可随母姓。在广东省连南瑶族自治县，至今还有“耍歌堂”的节日。

节日里，山坡上、树荫下，青年男女对歌觅友，互诉爱慕之情，表达永结连理之意。广西恭城县莲花乡九甲河

源头的瑶族地区，每逢姑娘出嫁，都有唱陪楼歌的习惯。即准新娘与临近村寨闻讯而来的小伙子们对歌。对歌

内容十分广泛，但谁也不许唱低级庸俗的山歌，否则将遭到痛骂和拒绝。主家对后生们招待十分热情，一连唱

几夜，直到新娘出嫁过门为止。 

江永的妇女并没有瑶族妇女那样幸运，没有她们那么大的自由，比如，瑶族青年男女可以对歌觅友，自由

恋爱，寻找意中人。而她们的婚姻只能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以至下轿入洞房，才看到虾公般的丑夫，造成

一幕幕“十八岁女三岁郎”的闹剧和“错配夫妻六十年”的悲剧。然而，瑶族的一些风俗却深深的影响着当地

妇女的生活，使这里的妇女较中原汉文化区域的妇女相对自由、开放，她们有专门属于自己的节日和活动。在

所有妇女的节日或活动中，学习女书、唱读女书都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 

结拜姐妹是这里女性王国最重要的活动之一。不论姓氏异同，不管辈分高低，不分年龄大小，不计已婚未

婚，只要意趣相投，即可结为义姐妹。义姐妹一般有二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不等，一旦结为义

姐妹，她们便终生友爱，不论远近都要常通音信。义姐妹中，谁家有了喜事或忧伤都要通知其他姐妹，接到通

知的义姐妹定要亲临贺喜或即时赶去相帮，无法赶到的也要写信祝贺或劝慰。每当重要节日或秋冬农闲季节，

义姐妹们多要写信请对方到家欢聚。结拜姐妹之中的哪一位如果有精通女书的近亲或上辈直系亲属，她就成了

姐妹们的老师。在农闲时节，几个姐妹围坐在火塘边，跟从老师听读一句，随念一句，家教亲授，逐一辨认，

直至掌握为止。这种义务的传授，使女书得以代代相传。 

在当地，妇女有专门的女儿节。每年四月初八，本来是男人们的斗牛节，女人则在家欢聚，“打平伙”，

意为妇女们各自带食品、钱饷，一起聚餐，男人的斗牛节早就不搞了，妇女的节日却传下来，成了专门的女儿

节。这一天，妇女们带上自己写得最好的女书，做得最好的刺绣、食品等，举行聚会，共同会餐，品尝佳肴，

评议刺绣，互相交流女红经验，诵读女书新作，并寻觅知己，一有知音，便互赠女书，结为姐妹。 

每年六月到七月的吹凉节，也是姐妹们聚会的节日。这是当地一年中最炎热的时候，未婚和新婚的女子相



邀聚集，选择风凉舒适的姐妹家，一起纺织刺绣，读书作诗。她们用女书写结交书，诉说苦乐，或结伴奉上女

书向神灵许愿求福。 

瑶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那些淳朴、热情、泼辣、直率的瑶族山歌民谣，在旧时虽不能被地位低下的

汉族妇女所共享，但受瑶俗影响，过去这里的妇女几乎人人爱唱歌，不过她们唱的是属于自己的女歌。坐歌堂

是这一地区流行的风俗。每逢过年过节，或遇红白喜事，妇女们常常聚集在农家的堂前院落唱女歌，几个姐妹

相互演唱，相互欣赏，相互传授。特别是伙伴出嫁前，姐妹们要来陪伴，多则半个月，少则三天，坐歌堂、唱

陪嫁歌。新娘要唱哭嫁歌，感激父母长辈的养育之恩，希望弟妹孝敬长辈，努力读书劳动，对平辈抒发友情，

互勉互励。结婚第三天，举办贺三朝，女家向男家赠送抬盒三朝礼，其中有女家亲朋好友馈赠的精美食品和三

朝书，女家女客们唱读用女书写下的三朝书，展示女家的才华和风采。听唱的客人不仅是妇女，也有男客。贺

三朝是附近地区共有的婚嫁习俗，而三朝书却是女书之乡独有的文化形式。 

这正是汉风瑶俗交融的结果。这里的汉族妇女，虽然也像中原汉族妇女一样身受压迫，但女性的交往是受

到鼓励的，妇女们的节日和活动，是受到社会的赞许和重视的。相对自由的地位，使她们有了与别人交往的需

要和可能：使用属于自己的文字，用在自己的节日和活动中，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那些平时自高自大的男人

们，此时也不得不洗耳恭听这些受惯了欺压的弱者的心声。女书受到妇女们的喜爱，并在这里流行。 

这片特殊的土壤，孕育了神奇的女书，使我们今天有幸看到，在广博的中国大地上，在严酷的封建礼教之

下，不仅有逆来顺受的殉道者，也有勇敢的抗争者。她们用自己的聪明才智，赢得了后世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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